
《项英传》有几处失实

徐君华

　　读了王辅一同志撰写的《项英传》,发现其中叙事有不实之处。

现仅就其中《战斗在新四军》这一章, 试举几例:

(一)该书说:项英早在 1938年 2月 14日, 就提出了“关于新

四军向北发展、向东作战、向敌后进军的最早构想,为党中央、中央

军委、毛主席确定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提供了参考。” 其依据是项

英、陈毅致毛泽东的电报:

我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。现首先以第一支队陈(毅)出动。

第二支队张(鼎丞)则暂留闽、赣, 借词到福州, 领回何鸣部被缴枪支, 并

等统方七百支枪由大埔运到。第三支队则在陈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, 现

尚须补充被服。叶(挺)偕陈毅同志今晨去绩(屯)溪晤顾(祝同) , 要求:

一、我军不住岩寺,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、苏、皖之昌化、绩溪、孝丰、

宣城、宁国。

二、二档正面开至备路之侧翼集结(指第二梯队开到预备集结的地

区)。

三、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, 受领一定任务, 机动完

成。

四、到达广大的机动地区 (既浙苏皖边境) , 以令自由进退。至于本

身, 目前须要整理。如何能办到一面收一面整理,以营、连为单位交互使

用部队。对集中, 则如不能取得所希望之各地,则一面到岩寺,一面即出

发前进, 不在岩寺集结停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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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电报,再看一下实际情况:

第一, 项英发这份电报的时候, 南方各游击队正在下山集中,

准备向皖南集结。电报提出部队到达皖南后,不宜全部集结于岩

寺,应尽量前伸至苏浙皖边地区,这讲的是部队集结地域, 根本没

有“向北发展、向东作战、向敌后进军”的影子。

第二,电报所列昌化、绩溪、孝丰、宣城、宁国等地,当时尚未沦

陷。向这些地区集结, 还谈不上是“向敌后进军”,何来“向北发展”

的“构想”?

第三,毛泽东 2月 15日复电:“同意 14日电的行动原则, 力争

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”,同时指出:“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

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,即以溧阳、溧水地区为中心,向着南京、镇

江、丹阳、金坛、宜兴、长兴、广德线上之敌作战,必能建立根据地,

扩大四军基地。” 可见, 毛泽东否定了有关新四军向昌化、绩溪、

孝丰、宣城、宁国等地配置的意见,把新四军发展方向定在敌后,并

向北指了。

事实上,真正提出新四军向北发展,向东作战,向敌后进军的

发展方针的, 是毛泽东 1938年的“五四指示”:“在茅山根据地大体

建立起来之后,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、镇江、吴淞三角地区

去,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。” 这也就是 1939年春, 周恩来

到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的“向南巩固, 向东作战, 向北发

展”的方针。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向敌后发展,向北发展。项英 2月

14日电报中哪有这个构想? 其实,项英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

误主张,迟迟不执行中央关于军部北移的决策, 株守皖南三年之久

的事实,已经证明项英根本没有提出“向北发展、向东作战、向敌后

进军”的“构想”的思想基础。所以, 1941年 1月中共中央《关于项

袁错误的决定》才指出:项英的错误之一是“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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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发展”。 而《项英传》所说早在“五四指示”下达之前 80天, 项英

已经提出了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、向敌后进军的“构想”, 并为中央

确定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提供了“参考”,是不符实际的。

(二)《项英传》说: “项英在党中央面前,没有说叶挺这不好,那

不好,至少 1939年和 1940年两次给党中央的电报中,称叶挺在政

治上对党有极大进步。这对叶挺后来能够恢复党籍是会有影响

的。” 这种说法,不符合历史实际。

第一,项英在中共中央面前,不是没有说叶挺这不好,那不好,

而是多次告叶挺的状。1938年 3月, 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出南陵,依

大茅山脉向芜湖、宣城一带行动。叶挺认为可行,而项英认为这是

蒋介石借刀杀人,不应执行。3月 18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

中称: 在与三战区交涉新四军向敌后挺进路线和防区等问题时,

“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, 蒋压迫叶不能反抗, 应由党负责直接交

涉。” 他在 4月 29日致毛泽东电中又责怪“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

争”! 等等。只是毛泽东没有“准”项英这一“状”,倒是看出了项英

的思想顾虑, 复电项英指出:“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

若干里的防地,而在服从他的命令,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, 到达那

里以后,就有自己的自由了。”毛并针对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情绪,

告诫项英:“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。”∀ 然而,项、叶关系

未见改善,以致叶挺产生去意。1938年 10月 23日, 刚从延安返回

皖南的项英致电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称:“叶之辞职愈坚, 本问题无

可挽回。”他要求周恩来跟蒋介石交涉解决新四军军长“继任人”问

题。# 11月 2日,周恩来、叶剑英从长沙致电项英: “为着统一战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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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继续发展, 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。” 在叶挺去留问题上, 中共

中央显然没有采纳项英意见。

第二,项英确实也说过叶挺好话,叶挺从江北返回皖南军部之

后,项英于 1939 年 8月致电中央军委称: “此次解决高敬亭,叶最

坚决, 起作用很大,而且很努力, 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。”错

杀高敬亭是不符合中央意图的, 项英这些话,怎么会对叶挺后来恢

复党籍有影响呢?关于《项英传》所说项英1940年说叶挺好话的电

报,我至今没见到。因叶挺于 1939年 9月 1日前往重庆, 后到香

港、澳门, 1940年 7月底才回到军部。这期间项英不可能说叶挺的

好话。叶挺指挥了 10月皖南反“扫荡”作战,项英是否说了叶的好

话,我没有看到电报,无法置评。

第三,叶挺后来重新入党,是叶挺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他符

合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,这与项英说了叶挺什么话没有丝毫影响。

周恩来说:叶挺在皖南事变中“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” ,在

被国民党囚禁五年多时间内,叶挺不为名位利禄所诱,不为生死荣

辱所动,坚决维护了共产党的尊严,维护了新四军的声誉。正如党

中央在批准叶挺入党的复电中说的: “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

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, 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, 全中国都

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。” 《项英传》硬把叶挺重新入

党与项英在处置高敬亭问题上说叶挺的“好话”联系起来, 只是会

使历史失真。再说, 叶挺是重新入党,并不是恢复原来的党籍,因

此,《项英传》在这个问题上,是双重的失实。

(三)《项英传》中说叶挺 1938年秋辞职出走,是叶挺与项英商

量好的, 是叶挺为了“就近 照应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”,想

“回广东拉队伍,打游击”。项英还“派人送去几百条步枪, 还曾经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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酿给叶挺派一批粤籍干部”。 不知作者是以什么样的“第一手史

料为依据”来这样写的,但上述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。

第一,叶挺是当时国共双方均同意委任的新四军军长,叶挺辞

职出走前,曾给国共双方发报,国共双方均表竭力挽留。项英为什

么不向中共中央报告, 就擅自同意叶挺弃新四军军长之职,而去南

方打游击? 这似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。如果确是项英与叶挺

商量好的,那和项英在 10月 23日向中央的报告中只提叶挺“辞职

愈坚”, 而只字不讲到南方另拉队伍打游击的事,又属故意隐瞒,就

更不应该。

第二,叶挺到广东,被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任命为

广东东江游击指挥,这是随机而遇,纯属偶然。叶挺不可能事先预

料到余汉谋会任命他为广东东江游击指挥,事先也不可能知道东

江地区已出现刚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。据周恩来、廖承志等人

说,叶挺到了香港,听说他的家乡惠州周围一带已出现由华侨、学

生与救亡青年及当地群众自动组成的抗日游击队——东江纵队,

于是他决定去看一看。因此,说叶挺去广东拉队伍打游击,是叶项

商量好的说法似难成立。这种说法只能掩盖叶项矛盾,歪曲叶挺辞

职出走的真正原因。

第三,项英“派人送去几百条步枪”的事,更难以置信。因为当

时新四军自身枪枝就不足。1938年 6月 2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

报中曾指出: “枪枝可由地方与敌人大批取得,不必多花钱远处购

买。” 可见项英当时正想花钱买枪, 哪来多余枪枝千里迢迢南送

广东? 叶挺是10月离开军部去广东的。11月 24日项英在报告毛

泽东的电报中说: “叶无音信,大概跑回香港。” 当时项英连叶挺

的确切行止都心中无数,项英的枪枝往哪里送? 且因蒋介石干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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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汉谋很快撤销了叶挺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,叶挺在广东活动的

时间甚短,很快就回澳门家中了。项英的枪枝是什么时候送去的?

是派谁送去的?这些在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只字未提,难道项英是

背着中央私行其事?

第四, 说叶挺去广东是叶项商量好的, 并不是以“第一手史料

为依据”的,而是李一氓 40年后的回忆。但他的几次回忆说法又不

一致。最早见到的是: “据当时的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最近证实,‘叶

挺这次离开前是与项英讲好了的,要去广东东江一带发展武装,进

行抗日活动。项英答应要人给人,要枪给枪,当时答应给五六百支

枪,需要的营、团级干部也应支援’。” 后来又说:“他(叶挺)在走

之前,曾和项英商量过,项大为赞成, 送了几百支步枪到广东, 还答

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。” 李一氓在自己的

回忆录《模糊的荧屏》中又说: “送了叶挺 300支步枪,真正运到韶

关去了。” 在枪枝数量上就有“五六百支”、“几百支”、“300支”三

种说法;前一种说法是“答应给五六百支枪”, 后一种说法是枪已

“真正运到韶关去了”。哪一种说法可信? 据当时参加处理叶挺指

挥部善后事宜的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和《叶挺将军传》!中

说,叶挺到广东拉起队伍后,曾准备跟新四军领导人商量, 调几十

个干部支援东江游击纵队。作为一种打算,并未付诸实践。这种说

法较合乎逻辑。

(四)《项英传》说, 1938年“军部于 7 月 1日由南陵土塘移至

泾县云岭”,作者在此加注: “《新四军事件人物录》第 499页。”该书

由《项英传》作者王辅一主编,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月出版。

关于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的时间,以往是有 1938年 7月 1日

说。但自从 1985年新四军皖南军部原参谋处长赖传珠的《日记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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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征集委员会的《军史资料》上刊出后,

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、1993年 11月出版的中国人民

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《新四军》卷等, 均把军部移驻泾县云岭的时

间订正为 8月 2日。

《赖传珠日记》是这样记载的: 1938年 7月 22日,从南陵土塘

“到云岭看房子的已回来了”; 7月 26日, “上午 10时到云岭看房

子,下午 4时回来”; 7月 30 日, “早 9 时到云岭看房子,并开始搬

运东西”; 8月 1日,“继续运输东西。下通报规定出发时间”; 8月 2

日,“7时30分出发,沿途群众放爆竹敲锣打鼓欢迎。10时到云岭,

打扫整理办公室, 讨论参谋处工作。” 7月下旬做移驻泾县云岭的

准备, 8月 2日才正式移驻云岭。参谋处长当时的记录,真实可信

无可置疑。

《赖传珠日记》1989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1995

年 10月出版的《项英传》中, 注明以《赖传珠日记》为依据的多达

49处,其中包括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南昌,由南昌移岩寺的时间,

都是以《赖传珠日记》为依据的,唯独军部由南陵土塘移驻泾县云

岭的时间, 不采用《赖传珠日记》的记载, 而以作者自己主编的《新

四军事件人物录》中的说法为准,使人难以理解。

(作者单位: 南京军区政治部《新四军战史》编辑室)

(责任编辑: 荣维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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